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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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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日益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生态危机，形成了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和以现代人

类中心为基础的“浅绿”思潮，他们分别提出了单纯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生态治理方案。 他们的生态治理

方案对于缓解全球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理论立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其理论的抽象性，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并由此形成了要求解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在生态资源占有、使用、
分配利益矛盾的“环境正义”运动。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通过实现对中

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形成了以“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生态文明

理论，提出了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和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

观。 这一生态治理观的特点是以实现环境正义为价值追求，通过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尊崇自然的生态文明发

展道路来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克服了“深绿”和“浅绿”思潮生态治理观的各自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且使其生态

文明理论具有发展观和境界论内在统一的鲜明特色，对于实现当代生态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深绿”和“浅绿”思潮；环境正义；生态治理观

中图分类号：Ｘ３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９１９（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０５⁃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 ０４ － ２６
作者简介：王雨辰，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兼职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阐释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研

究”（项目编号：１８ＶＳＪ０１３）阶段性成果。

　 　 面对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如何

进行生态治理，在西方世界展开激烈的争论，形成

了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以人类中

心论为基础的“浅绿”思潮，他们在生态治理问题

上的分歧根源于其不同的理论立场和对生态危机

根源的不同认定。 与上述理论层面的争论相联

系，形成了单纯的德治主义路向、技术主义路向和

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多中心论路向

的生态治理方案。 上述生态治理方案对于缓解生

态危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理论立场

和理论自身的局限，上述方案却无法真正从根本

上解决生态危机。 正是基于对“深绿”和“浅绿”
思潮缺陷的反思，西方世界出现了追求环境正义

为目标的生态运动，其特点是要求把合理协调不

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的生态利益矛

盾作为生态治理的核心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

础，力图避免西方生态治理方案的局限，提出了德

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 科学认识和评判

上述不同的生态治理观的区别和价值，对于推进

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深绿”和“浅绿”思潮的生态
治理观的缺陷与环境正义

运动的兴起

　 　 西方生态思潮是伴随着当代生态危机日益严

重，以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 生态科学所揭示的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

性规律为生态哲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自然科学基

础。 生态哲学对近代以来的主、客二分的机械世

界观和主体性哲学提出质疑，强调整个世界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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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而生

态危机的全球性发展趋势又使如何克服资源短缺

的问题成为人们探讨的热门话题。 正是在上述理

论和现实双重背景之下，西方生态思潮得以形成

和发展。 其突出特点就是强调要克服生态危机，
就必须克服近代机械世界观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颠覆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

主观价值论，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以外

的存在物上，由此形成了以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

为基础的“深绿”生态思潮。 在“深绿”生态思潮

看来，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

观及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及其运用，这
就意味着克服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出人类

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生态中心论的“自然价值

论”和“自然权利论”，从而恢复人类对自然的敬

畏。 由于“深绿”思潮把科学技术进步与运用也

看作是生态危机的另一重要根源，因此，他们把技

术进步、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看作是矛盾的

关系，由此他们所主张的生态治理论的核心是实

现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到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

的转化，并限制科学技术运用和追求经济增长。
认为只要实现了生态价值观的转换，并辅之以人

们生存方式的转换，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根本解

决，他们的生态治理论秉承的是单纯的德治主义

观点，追求的是保证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
与“深绿”思潮相反，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

础的“浅绿”思潮则认为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和

目的在于捍卫人类的利益，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价

值观本身并不存在问题，更不能对之加以否定。
问题只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存在着缺

陷，只要对这一缺陷加以修正即可避免生态危机，
“浅绿”思潮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近代人类中心主

义价值观展开了修正。 具体说：一是从生物进化

论的角度在论证人类的价值高于地球其他存在物

的价值的同时，强调正是由于作为目前地球生物

进化的顶点的人类的实践行为对地球生态系统具

有更大的影响，这就要求人类由此应该担负保护

地球生态共同体和谐的更大的责任，从而避免人

类实践行为对生态系统的伤害；二是通过区分

“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专制主义”，提出了“开
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所谓“开明的人类中

心主义”就是强调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支配和

改造自然，但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客观上要求

人们克制自己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以维护地球

生态系统的平衡，这就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

和支配应当是有责任的改造和支配；三是把人类

中心主义分为“强式”和“弱式”两种类型，提出要

否定和抛弃“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而采纳能够避

免生态危机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 所谓“强
式”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把满足人类个体的任何感

性偏好作为价值标准，而不论个体感性偏好的合

理性与非合理性问题。 这种“强式”人类中心主

义价值观导致人们在追求和满足自己的感性欲望

时，而不顾及其行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必然会激

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所谓“弱式”人类中心主义

则是把人类个体的理性偏好的满足作为价值标

准。 所谓“理性偏好”就是指经过理性思考以后

所呈现出的合理的需要，只有坚持“弱式”人类中

心主义价值观，才能避免生态问题的产生。 在

“浅绿”思潮看来，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问

题并不在于其肯定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利用，而
在于把这种支配和利用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人类专

制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从而忽视了人类保护自

然的责任。 因此，需要通过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

价值观进行上述修正。 “浅绿”思潮反对把人类

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从

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维系资本主义

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目的出发，其生态治理论强

调发挥市场机制分配自然资源，并辅以技术革新

和严格的包含预防和惩罚机制的环境政策来避免

生态问题的产生，秉承着的主要是技术主义的观

点，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之间既存在理论

分歧，也存在着理论共同点。 其理论分歧主要在

于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认定以及以此为基础如何看

待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在“深绿”思潮看来，生
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

在此基础之上的科学技术的运用，解决生态危机

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
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

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拒斥科学技术创新、运用

和经济增长。 这就意味着其理论“缺乏对现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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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们憎恨

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① “浅绿”思潮强调造成

生态危机根源的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而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 人类生态运动的

内在动力和根本目的是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

远利益，这就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存在的

合理性。 同时，如何看待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是

“深绿”和“浅绿”思潮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

“深绿”思潮看来，虽然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能够

解决经济增长和贫困的问题，但是在有限的地球

生态系统中，技术革新的解决方案不能提供在一

个现有系统中走出无限增长的道路，也不可能真

正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浅绿”则强调

既然有内在缺陷的现代技术的大规模运用是生态

危机产生的根源，那么开发更好的技术和实现技

术创新就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途径。 “浅绿”
思潮在生态治理问题上的核心观点就是建立以技

术创新为基础的预防和治理环境政策，并辅之以

市场和政府的多元主体的参与，通过惩罚和生态

补偿的方式，以提高生态效率和治理生态问题。
他们所谓的“预防机制”，主要是指通过制定严格

的环境政策促使企业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态效

率，赢得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后果，并把这

种新技术加以市场化，推广到其他企业和国家；他
们所谓的“生态补偿机制”本质上属于一种末端

治理机制，就是通过制定严格的生态补偿制度，规
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增加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迫
使企业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 “深绿”和“浅
绿”思潮理论的共同点是拘泥于从抽象生态价值

观的维度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忽视

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

换过程的探讨。 对此，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

学》一书中批评西方绿色思潮“忽视了社会思想

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或者简单地采

取‘人’将不断取代自然这种必胜论的观点），因
此，切断了社会理论与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反应

之间的真正联系”。② “深绿”和“浅绿”思潮之所

以忽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实际的物质能量交换

关系的考察，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 具体

说，第一，他们的理论主要拘泥于抽象的生态价值

观视角探讨生态危机，而缺乏社会政治维度的分

析，致使他们的理论缺乏对人类和自然在一定社

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实际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

的分析；第二，“深绿”和“浅绿”思潮所秉承的西

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使他们都无法从社会生产方

式的维度探寻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危机的真实

根源，仅仅归因于人类生态价值观的问题，从而都

陷入抽象的文化决定论的失误之中。 从人类生态

危机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生态问题产生于资

本主义现代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揭示了

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造成本国的生态问题，而且

还通过殖民扩张造成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 从生

态危机发展的现实看，正是由于资本全球化使生

态危机呈现出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应当对当前的生态危机负有主要责任。 而

“深绿”和“浅绿”思潮对生态价值观的探讨虽然

对于人类反思实践行为的后果具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但是他们撇开了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维度探

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不仅客观上起

到了为资本推卸环境治理应负的责任，而且让所

有人承担主要由资本和资本全球化引起的生态危

机的后果，这显然有违而且也冲淡了资本在当代

全球环境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显然有

违环境正义的原则，无法正确处理人类实践过程

中实际存在的环境问题，暴露了其理论过于抽象

性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重大缺陷。 如何真正解决

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态

利益矛盾，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和

能量交换过程，就成为当代生态治理中的突出问

题。 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形成了当代

世界的“环境正义”运动。
“环境正义”起源于美国，并迅速向全球传

播。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将有毒工业垃圾全部倾倒

和掩埋到该州的瓦伦县，该县主要居住的是非洲

裔美国人和低收入白人。 １９８２ 年在联合基督教

①
②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４８ 页。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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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支持下，该县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从而第一次将种族、贫困与环境污染联系起来，由
此引发了环境正义运动。 环境正义运动在 １９８７
年和 １９９１ 年分别发表了《有毒废弃物与种族》的
报告和确立了环境正义的 １７ 条原则，并迫使美国

克林顿总统在 １９９４ 年颁布了“联邦政府针对少数

民族与低收入人民的环境正义议题之行动”的行

政命令，规定所有联邦政府都应当把维护“环境

正义”列为主要任务。 如果说美国的环境正义运

动主要关注的是环境污染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关系

的话，环境运动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了“穷人环保主义”运动，其标志是 １９９４ 年印度

生态主义者 Ｒ·古哈发表的《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

主义和荒野保护：来自第三世界的评论》一文。
该文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工

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特权阶层的过度消

费；二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军事化。 他以印度为

例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运动与发达国家的环

境运动存在着两方面的不同。 具体说：一是发展

中国家的穷人受环境问题的影响最深，他们面临

的是如何谋求生存，而不是生活质量的问题；二是

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解决的关

键在于如何实现平等以及经济和政治资源的重新

分配。 古哈的上述观点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激

烈反应，并逐渐形成了以维护生存为目的的穷人

的环保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环

境资源的分配正义，反映的是资本、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在占有、分配和使用生态资源上的矛盾

利益冲突。 “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既显示了“深
绿”和“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脱离生态利益

矛盾探讨生态治理的抽象性的缺陷，这突出体现

在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全

球化运动之间原本就存在着本质的联系，但“深
绿”和“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却立足于中产

阶级和资本的利益，要求所有人必须承担生态危

机的后果，显示全球环境治理必须找寻新的方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从哲学

本体论上提出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概念，
主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提出了德

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通过技术创新和

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已有

的生态文明理论，对实现当代全球生态治理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习近平“德法兼备”的
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以实践

为基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

方面，自然制约着人类实践，自然始终对人类实践

具有优先地位，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尊重自然规

律；另一方面人类根据自己的目的改造自然，并使

自然越来越走向人化。 正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

上，人类和自然实现具体、历史的统一关系，展现

为“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有机统一发展过

程。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述关于人类

与自然关系的原理，提出了“生命共同体”概念。
“生命共同体”概念不仅强调人类与自然的相互

依赖关系，而且强调保证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

系的重要性。 习近平指出应当坚持自然和生态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因为“山水林田湖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
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①。
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
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以保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

完整性。 “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

水，护田的只管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

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有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

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

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②在此基础

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应当是

和谐共生的关系，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习近平借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相

关论述，并在考察人类历史上因违背自然规律，改

①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８５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８５—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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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开发自然造成的恶果的基础上，强调“人因

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共生关系，对自然

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
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①。
“生命共同体”概念集中表达了习近平的生态哲

学世界观，是其生态文明理论的哲学基础。
正是在“生命共同体”概念的基础上，习近平

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重要

性。 在他看来，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建立在牺牲环境基础上的现代化不是人民所希望

看到的结果，因为这种现代化势必使人民吃不到

安全的食品、喝不到干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

气，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

突出地位，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努力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②
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
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资源节约和保护

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③。 “生命共同体”概念不仅揭示了人类与自

然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共生关系，而且也体现了

生态哲学的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并把这种系统

思维和整体思维贯彻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正
是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德法兼备的生态治

理观。
所谓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就是要克服单

纯的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生态治理观，既要求

在全社会树立爱护生态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态文

化和生态道德，提升人们坚持生态文明理念的道

德自觉，又要通过制定严格的生态制度、生态法律

法规在外在方面硬性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 “对
于一个社会来说，任何目标的实现，任何规则的遵

守，既需要外在的约束，也需要内在的自觉。”④德

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的本质就是内在外在制度硬

性约束与道德自觉的统一。 由于对保护生态的认

识存在一个由浅入深、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

发展过程，树立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观对实现这

一转变过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了论述这一点，
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展开了创造性

转换。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不仅

体现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上，而且体现在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髓“贵和”。 “在确立人类社会普遍的

道德规范方面，中华文化有其优长之处。 ……而

‘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 ‘和’指的

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
合等。 ‘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

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

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⑤ 这种“和
合”文化形成了“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
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

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

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⑥ 正是在上述

“和合”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我国的先人们很早

就认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强调对自然

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 习近平进一步分

析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在全社会

树立生态文化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文化是一个

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

民族的灵魂。 虽然文化是由经济所决定的，但任

何经济发展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文化对经济发

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文化赋予经

济发展以人文价值，从而使人的经济活动与其他

动物的谋生行为区别开来；第二，文化通过增强不

同主体间的沟通和交流，增强人们对经济活动的

组织能力；第三，文化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０９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６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２０９ 页。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３ 页。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９５—２９６ 页。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第 ２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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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劳动对象，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可以

看出，任何经济发展都要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文
化为社会进步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基于以上认

识，习近平非常重视在全社会确立生态文化和生

态价值观在生态治理中的作用，甚至把能否在全

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和

生态价值观看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强调

“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

值理念。 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扎根，
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

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①。 只有在全社会

树立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观，人们保护生态环境

的行为才能实现从外在自发到内在自觉的转变。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全社会树立生态文化和生

态价值观，而且还需要制定严格的生态保护的法

律法规和制度，从外在方面硬性规定人们的实践

行为，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底线规则”。 对此，
习近平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法

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并指出

“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 在生态环境保护

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受到惩

罚”②。 习近平这里所讲的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和法治，主要是指建立严格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制

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考评体制以及自然资源管

理体制的变革。 具体说：第一，在习近平看来，解
决生态问题的根本保证就是建立公平正义的自然

资源使用制度，合理协调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使
用和分配上的矛盾利益关系，实现环境正义；第
二，通过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落实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就是要“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

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
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

利益补偿”③，从而切实保障生态受损地区的权

利；第三，习近平强调应当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

绩观，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和环境责

任追责制度。 在他看来，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并不

是要否定经济增长的必要性，而是要摈弃那种以

牺牲生态环境追求一时的发展，摈弃那种单纯靠

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树立生态生产力观，要认识

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追求以科技创新为

主导、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

道路。 与之相应，要破除唯 ＧＤＰ 的政绩观，树立

正确的政绩观，“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

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

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我们一定要彻底转

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

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

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④ 习近平甚至提出了应

当把生态环境指标的好坏作为对干部考核的“一
票否决”；对于环境责任，习近平主张建立环境责

任追责制度，他强调应当“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
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
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⑤第四，按
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以及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

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的原则，建立健全的自然资

源及资产管理制度和监管制度，既落实自然资源

的所有人的权益，又统一规划国土资源的利用和

统一行使自然资源使用的管理，使自然资源的所

有权人和管理者相互配合、相互监督。 习近平所

提出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的特点是

既通过生态法律法规和生态文明的制度从外部强

制性地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又从生态文化和生

态道德价值观建设的角度提高人们保护生态环境

的内在自觉，从而达到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关系。 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

观不仅关注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提出了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导，遵循环境正义

的原则，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不同民族国家的生态

利益矛盾，通过技术创新和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之江新语》，第 ４８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２０９ 页。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第 １９４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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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路，解决当代全球环境问题和实现共同

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习近平于 ２０１５

年在联合国第 ７０ 次联大会议上的演讲中系统提

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就是要认识到人

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对话和协商的

方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通过建立公正公平的安

全秩序和开放创新、互惠互利的共同发展，来解决

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全球性问题，最终建

立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世界。 习近

平在 ２０１５ 年巴黎气候大会上进一步把“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提
出了通过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以科技创新

为主导的，以包容、共享和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为主

要内容的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 这一方案要

求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各民族国家应当放弃狭隘的

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思维，承担“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通过构筑尊崇自然和以科技创新为主导

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并把

全球环境治理与全球共同发展、落后国家消除贫

困的努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习近平所提出的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上的全球治理方案，一方面强调各民族国家

和国际社会应当从保护地球这一人类唯一的家园

问题上通力合作，强化同舟共济的思想，承担起全

球环境治理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又从造

成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和各民族国家不同的发展

水平出发，认为各民族国家对全球环境治理所负

的责任应当是有差别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环境

正义。 “有区别”的责任并不是说落后的发展中

国家不需要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而是因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

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发达

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多作表率，符合《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等重要原则，也是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共同心愿”①。 之所以全球环境治理必

须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是因为不同民族

国家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是不同的。 具体说，

从全球环境问题的历史责任看，资本主义的现代

化既造成本国的生态问题，又通过殖民扩张和世

界市场的开拓，造成被殖民国家的环境问题；从全

球环境问题的现实看，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是由资本所主导的，资本利用其控制的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通过不公正的国际分工掠夺和剥削落

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再加上资本的全球

化使得环境问题呈现出全球扩散的趋势。 因此，
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是当代全球环境问题的主

要制造者，理应承担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责任。
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具
有全球环境治理的条件和优势，而落后的发展中

国家不仅要承担主要由发达国家所制造出来的环

境问题，而且面临的是如何解决贫困的问题，缺乏

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资金和技术。 这就决定了当

代全球环境治理必须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

则，通过合理协调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

人群之间在环境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

关系，践行“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实现公平正

义。 习近平所提出的全球环境治理方案不仅要求

践行公平正义“环境正义原则”，而且还要求把全

球环境治理与世界共同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习

近平指出，一方面，全球环境治理不应妨碍发展中

国家解决贫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合理需要，
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
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另一方面，不同国

家应遵循合作共赢的原则，通过交流、对话与合

作，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

遇，倡导和践行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包容、共享

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方式，使全球经济发展

模式从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转换到以科技创新为

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从而建设一个美丽清

洁的世界。

三、 习近平“德法兼备”的
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的

理论特质与价值

　 　 习近平所提出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１３２ 页。



１２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　

态治理观，无论就其理论基础，理论内容，还是就

其理论的价值取向，与“深绿” “浅绿”思潮相比，
都具有自身的理论特质，对于当代全球环境治理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从理论基础看，“深绿”思潮的理论基

础主要是把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和

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浅绿”思潮的理论基础主

要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哲学；而习近平的生态治理

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同时吸收当代

生态科学成就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

转化。
“深绿”思潮根据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系

统的整体性规律，提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

权利论”，要求破除以人类需要为基础的“主观价

值论”，这种从自然科学的事实判断直接推出伦

理学的价值判断，为了解决“是”和“应当”之间的

关系的难题，他们最后诉之于人的“体验”和“道
德境界”的提升，必然导致其理论的相对性和神

秘主义，无法保证其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 同

时，“深绿”思潮撇开社会制度维度，单纯从抽象

的生态价值观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寄希望于通

过生态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变革，结合地区生态自

治来解决生态危机，支撑其理论的基础是自由主

义的政治哲学，其理论目的在于维护中产阶级既

有的生活质量。 “浅绿”思潮主张修正以满足人

的感性欲望为基础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代之以“人的理性欲望”“人类整体利益”“人类长

远利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所

说的“人类整体利益” “人类长远利益”本质上不

过是资本的利益，其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的发展

哲学，其理论目的是追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论是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为基础，
并结合生态科学的系统性、整体性规律，以及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 “和合”思想展开现代

转换，肯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以人类实践

为基础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走生态文明发展道

路追求可持续、协调和绿色发展，满足人民不断增

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以人民为中心”是其

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 基于以上价值追

求，习近平反复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
我们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协同推进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中国美丽。”①习近

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归宿、德法

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与“深绿”和“浅绿”
思潮有着根本区别，形成上述区别的根本原因在

于他们不同的理论基础。
第二，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克服

了“深绿”和“浅绿”思潮在人类和自然关系问题

上各执一端的缺陷。 “深绿”和“浅绿”思潮在人

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前者坚持“地
球优先论”，将自然置于人类之上；后者强调人类

的利益是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和目的，把人类置

于自然之上。 他们都割裂了人类和自然的辩证关

系，无法真正分析人类与自然实际的物质与能量

交换关系。 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始终

坚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指出人类与自

然的关系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具体的历史的统

一，既肯定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利用和改造

自然，又要求人类实践活动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
类在实践活动中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

自然，强调“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

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 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

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②。
第三，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

理观克服了“深绿” “浅绿”思潮对于生态文明建

设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之间关系认识的缺陷，使
生态文明理论能够作为一种发展观落实于现实生

活。 “深绿”思潮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技

①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２０９—２１０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２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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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与运用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造成生态危

机的根源之一，进而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和展开

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否定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与运用，他们由此提出了否定技术进步和运用以

及“经济零增长”和“稳态经济”的解决之道；“浅
绿”思潮虽然肯定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强调克服

现有技术的缺陷，开发出更好的技术的必要性，但
他们所说的经济增长却是以资本追求利润为基础

的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他们所说的技术进

步与运用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这一目的，这就决

定了建立在资本追求利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技

术进步与运用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

关系的紧张。 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

治理观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要否定经济增

长，而是要否定那种大量投入资源、劳动要素的破

坏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 习近平强调，“生态环

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

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

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

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① 在谈及全球环境治理问题时，习近平强

调要把全球环境治理与全球共同经济发展、发展

中国家消除贫困的努力有机结合起来，只不过这

共同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努力都应当建立在尊崇自

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基础上的绿色发展的基

础上。 在追求绿色发展过程中，习近平反复强调

摈弃靠要素投入有损生态环境的粗放型发展模

式，代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绿色发展模式的重

要性。 在他看来，我国经济主要靠资源等要素投

入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来推动经济增

长，造成了经济发展规模大而不强、经济增长速度

快而不优的结果，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如
果继续按照这种方式来谋求发展，即便把全球全

部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 摆脱上述困境的出路

就在于“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

规模驱动方向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

上”②。 在论及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时，习近平进

一步指出，各国在解决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的同

时，“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

性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驱动，进一

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③。 可以看

出，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一

方面把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看作是内在

统一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科技创新为主导

的创新驱动型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
他还进一步通过论述“真发展”和“好发展”来阐

发他的上述观点。 “深绿”思潮否定经济增长，把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对立起来；“浅绿”思潮

肯定经济增长，但他们肯定的是以资本追求利润

为目的的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而
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经济增长，因此不是“真
发展”。 而习近平所追求的“真发展”不是建立在

放任资本追求利益，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有违公平

正义的发展，而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发展；所谓“好发

展”，就是指不是以要素投入为主，以牺牲生态环

境为代价的单纯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不协调的

发展；而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尊崇自然的协调的

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

理观要求把生态文化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建设和

制定生态保护制度、生态法律法规有机结合起来，
把外在的强制规范和内在的道德自觉有机结合起

来，克服了“深绿”和“浅绿”思潮单纯的德治主义

和技术主义治理观的局限。 习近平把严格的生态

保护制度和法律法规看作是保护生态的底线规

则，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最严格的法治。
习近平这里所说的生态保护制度既包括规范人们

使用自然资源的硬性制度，而且还包括合理协调

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生态资源占有、使用上的利

益矛盾，其目的在于维护公平和正义，内在地包含

环境正义的维度。 习近平把能否在全社会树立生

态文化观和生态道德观，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全

社会扎根，看成是能否把生态文明建设从外在的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１９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１２０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５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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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转变成内在自觉的关键。 同时习近平又根据

全球化的现实，提出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应当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各民族国家通过

对话与合作，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实现

环境治理问题上的国际环境正义。 可以看出，习
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既强调生

态制度和生态法律、法规建设，强调生态文明建设

不能脱离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要有利于实现真

发展和好发展；又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生态

文化道德价值观建设和道德境界的提高，克服了

“深绿”和“浅绿”思潮单纯的德治主义和技术主

义的生态治理观，这也意味着习近平的生态文明

理论具有作为发展观和境界论内在统一的鲜明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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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ｈａ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ｙ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ｗ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ｓｔｒｉｃ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ｏ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ｓ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ａｎｄ 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Ｘｉ’ｓ ｖｉｅｗ ｈ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ｏｎｅ⁃ｓｉ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ｒｋ⁃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ｇｒｅ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ｄａｒｋ⁃ｇｒｅｅｎ ” ａｎｄ “ ｌｉｇｈｔ⁃ｇｒｅｅｎ ”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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